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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毒地”修复，该谁“埋单”？

江苏常州“毒地”上种植的树木枯死

距离江苏常州“毒地”事件
已有大半年时间，当时备受争议
的那块“毒地”，即常州市新北区
的常隆地块，曝光后已经铺上了
草坪，又种植了许多新树。 然而，
不少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家
长在接送孩子时，仍不时能看到

“毒地”内树木枯死、不断复植新
树的现象，与“毒地”只有一条马
路之隔的常州外国语学校也偶
尔会出现花草枯死的情况。 日
前，常州“毒地”事件引发的环境
公益诉讼案开庭审理。 围绕“毒
地”污染环境带来的危害，以及

“毒地” 修复责任该谁承担等法
律问题，记者再次进行了深入调
查。

“没有污染”的调查结果

2015 年年底至 2016 年 4 月
期间，刚刚搬到新校址的江苏常
州外国语学校部分学生不断出
现各种不良反应和疾病。 学生家
长调查发现，学校北面有一片工
地（以下简称“常隆地块”），原本
有三家化工厂，即江苏常隆化工
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
公司、江苏华达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原常州市华达化工厂）。 化工
厂生产的大量氯苯、环芳烃、汞、
镉等污染物超标严重，导致所在
地块成为“毒地”。

“现在‘毒地’上采用的覆土
法处置措施相当于把炸弹埋在
了废土里。 ”常州外国语学校的
一位学生家长王强（化名）依旧
忧心忡忡，他的孩子在“毒地”事
件中身体被检测出异常，虽然现
在好转了，但是“谁又能保证孩
子的健康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
并在将来都不再受‘毒地’侵害
呢”？

历经几个月，江苏常州“毒
地” 事件舆论影响逐渐淡化，王
强一家的生活也渐渐回到正轨，
他几乎每个工作日晚上 8 点 30
分都会准时出现在常州外国语
学校校门外，接儿子下课。

王强的儿子读初中三年级。
其实， 他们家离学校并不远，学
校大门口就有公交站，只需要坐
十几分钟的车就能到家，但自从
发生常州“毒地”事件后，王强就
再也不放心孩子， 一定要接送。

一方面，每天接送孩子可以保证
安全，另一方面，他要亲自去那
里闻一闻空气中是否还有刺鼻
的异味。

王强告诉记者， 从 2015 年
12 月起，在常州外国语学校读书
的儿子出现食欲不振、嗜睡的症
状，“好几次都在回家的公交车
上睡着了，直接坐过站，到了城
市的另一头”。 后来，他带孩子到
医院检查，诊断发现存在淋巴结
肿大、 甲状腺回声不均等症状。
他这才惊讶地得知相同或者类
似症状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
已有 500 余人。

2016 年 1 月 11 日， 王强接
到学校停课停考通知。 几天后，
作为家长代表之一，王强与当地
教育主管部门、环保部门、常州
外国语学校达成共识，待常隆地
块修复工程完成后，对学校内环
境进行检测。

让王强等人没想到的是，最
后调查结果是“学校没有受到污
染”。

“学生家长是感性的， 有时
候宁愿相信自己的鼻子。 孩子的
健康问题，是一条不能触及的底
线。 ”王强说，虽然官方调查结果
显示常州外国语学校的环境是
安全的，但有部分家长还是不能
接受。

污染损害认定遇困难

“很难在病理学上证明孩子
们的发病与毒地污染直接相关，
虽然事实就摆在那里。 ”另一位
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家长说。

“损害怎么认定， 由哪个机
构来认定？ 目前法律并没有作出
明确规定。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
资源保护法教授王曦表示，环境
污染致人身损害的致害因素及
其损害后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污染物通过环境作用于机体，其
存在污染物累积致伤的过程。 损
害结果的发生、临床症状的出现
需要一定的潜伏期，两者掩盖了
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
联性，大大增加了认定的难度。

王曦指出，在国外，有些国
家对环境污染引发的人身损害
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有些
则对受害者举证因果关系放宽

要求，即只要证明存在一定关系
即可，而且法官在审理这些案件
时也会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
适当向受害者倾斜。 但是，除少
数环境污染案件中，政府主动承
认污染与人身损害存在关系之
外，其余许多案件都需要当事人
花费巨大的代价去证明关联性，
而判决结果也都不尽圆满。

记者从常州外国语学校学
生家长处了解到，他们此前还发
起了众筹，拟聘请专业检测机构
对常州外国语学校当前的环境
进行检测，但一次检测费用就高
达 50 万元。 最后，检测的事情只
能不了了之。

许多家长因为“毒地”事件
迟迟没有结果，孩子的健康状况
又好转了，就不在这件事上继续
“较劲”，毕竟让孩子安心地投入
学习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毒地”公益诉讼案开庭审理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9
时，常州“毒地”事件引发的环境
公益诉讼案在江苏省常州市中
级法院开庭审理。 提起诉讼的为
公益组织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
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
之友”） 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

“绿发会”）。 两机构认为，被告江
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
宇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华达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应当为“毒地”事
件的环境问题担责，请求法院判
令被告消除原厂址污染物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承担生态环境修
复费用， 并承担原告律师费、差
旅费等费用。

庭审长达七个半小时，双方
就案件的八个争议焦点展开激

烈辩论，主要包括污染场地修复
责任主体的确定、是否已过诉讼
时效、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的
合理性等。“本以为半天就能开
完的庭审，竟然用了一整天。 ”一
名被告代理律师说。

在整个庭审中，原被告双方
争议最大的焦点是：谁来为“毒
地”事件“埋单”？

原告认为，按照“谁污染谁
治理”的原则，三家被告企业应
该承担修复“毒地”的责任，而不
应该由政府动用公共财政资金
来进行修复。

“三被告的土地早在 2010 年
前均已被政府收储，失去了土地
使用权和控制权，环境修复责任
主体已经转移至政府，因此原告
不能要求三被告承担污染环境
的修复责任。 ”被告代理律师辩
驳称。

庭审中，被告承认涉案常隆
地块受到污染的事实，但他们认
为，该土地已被政府收购，政府
作为土地受让者和使用者，明知
土地受到污染而收购，并积极履
行了土壤污染的治理、 修复义
务。 因此，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
土壤污染的修复治理责任，于法
无据。 被告还提出， 作为受害
人———不特定多数人的常州外
国语学校学生和“常隆地块”周
边的居民，未能提供证明存在环
境损害或损害风险的客观证据
或证明材料，未证实学生和居民
受到了常隆地块污染的损害。

记者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
常隆地块早在 2010 年前就已经
被常州市新北区土地储备部门
收回，并一直处于土地修复进程
中，案发时该土地修复程度已达
95%。 而常州“毒地”事件的爆发，
导致了土地修复暂时停顿。

追责化工厂存在“举证困境”

家长们的妥协是无奈之举，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组织
也感到步履维艰。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后，派
人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解情
况，还组织了专题研讨，在提起
诉讼之前也做了评估。 ”自然之
友工作人员葛枫说。

“无论是个人还是公益组
织，在面临环境污染试图维护权
益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取证问
题。 ”原告代理律师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大量的调查监测数据都
在政府手中，环保组织为本次诉
讼已经先后向常州市环保局及
新北分局正式提交了 15 份信息
公开申请。

“打官司意味着一笔巨大的
开销，个人和公益组织一般很难
承受，况且，一份单方提供的检
测报告很容易让对方提出质疑，
能否被采纳还取决于法官的裁
量。 ”原告代理律师告诉记者，目
前国内的污染检测手段与国际
先进检测手段有差距，化工企业
产生的特征污染物太多，很多都
不在国家标准检测范围内，发现
问题只能依靠现有标准来评价，
没有标准的问题或现象则无法
给出评价。

同时， 根据被告在法庭上的
辩解，要追究被告的责任，从法律
上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依据。“毒
地” 事件中三被告的污染行为发
生在 2010 年前，无论是侵权责任
法（2010年 7月 1日实施）还是新
修订的环保法（2015年 1月 1日
实施），按照“从旧从轻”的原则似
乎都不能很好地适用。

王曦认为，个人承担检测费
用、律师代理费等确实将会是一
笔不小的开销，但我国环境公益
诉讼与一般“谁主张谁举证”的
举证规则不同，采取由加害人就
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
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
系承担举证责任，大大降低了原
告的举证难度。 同时，按照环保
法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
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
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
染损害时起计算。 据此，常州“毒
地”案件中，如果按照 2016 年年
初受到污染损害的时间起算时
效期间， 则处于诉讼时效之内，
同时适用正在施行的侵权责任
法和新修订的环保法，也就不存
在法律溯及力的问题。

“目前， 环境公益诉讼在立
案、举证、鉴定等方面仍有不少
技术上的阻碍。 比如在举证方
面，鉴于原告被告双方举证责任
分配不同，原告被告双方都可能
面临难以举证的困境，原告可能
就环境损害行为和环境损害后
果难以举证，被告可能就环境损
害行为与环境损害后果之间不
存在因果关系难以举证。 ”西南
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教研室副
主任乔刚说。

（据《方圆》，有删减）“毒地”上新种了很多树苗


